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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最优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朱 欢 李欣泽 赵秋运1 

摘要：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本文在测度偏离最优环境政策程度指标的基础上，首次

考察了偏离最优环境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 2003-2016 年中国 221 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数据，结合 SBM-DDF 方法重新估算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计量模

型，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偏离最优环境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第二，

环境政策的偏离程度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体现了经济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异质性；

第三，环境政策的偏离度会通过扭曲产业结构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本研究既为遵

循“环境政策与产业结构”匹配性提供了研究基础，也为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

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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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最优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朱 欢 李欣泽 赵秋运† 

摘要：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本文在测度偏离最优环境政策程度指标的基础上，首次

考察了偏离最优环境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 2003-2016年中国 221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数据，结合 SBM-DDF 方法重新估算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计量模
型，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偏离最优环境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第二，

环境政策的偏离程度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体现了经济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异质性；

第三，环境政策的偏离度会通过扭曲产业结构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本研究既为遵

循“环境政策与产业结构”匹配性提供了研究基础，也为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

制定合理的环境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最优环境政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要素禀赋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但

奇迹背后却隐藏着一系列环境问题，给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与日俱增的压力与挑战。

根据《2018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和印度分别排第 120位和第 177
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快速增长给环境带来的压力。而在空气质量问题方面，中国

更是因 PM2.5 综合评测等多个方面，排在倒数第四名，如此的排名与综合测评让中国政府
已经充分意识到环境污染的问题。此外，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

型，严重的环境污染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这都充分体现了环境治理问题的必要

性与紧迫性。

近些年，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从“河长制”、 “三大攻坚战”、 “两山理论”
的提出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定位等一系列的举措皆说明国

家愈发重视环境问题。然而，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中，在加强环

境政策的同时，还必须考虑经济增长问题。数据显示，各地政府综合经济和环保双重目标的

考量，在实行环境政策时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地，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占 GDP的比重
为例，2003-2017 年，宁夏和新疆的平均值分别为 2.881%和 2.292%，高于全国的 1.406%，
上海市的 0.902%和天津市的 1.237%，在相应时期，宁夏和新疆的 GDP增速平均为 10.86%
和 10.36%，高于全国的 9.433%和上海的 9.606%，但是低于天津市的 13.353%（如图 1 所
示）。如此，环境政策的制定似乎陷入了“两难选择”的窘境，严格的环境政策可能会降低

经济增长，提高环境质量，形成“环境红利”，反之，宽松的环境政策可能会以牺牲环境换

取经济增长，形成“经济红利”。如何才能找寻到经济增长和环境治理的平衡是值得我们关

注和深思的问题。那么，我们试问是否存在最优环境政策以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双重红利”？

基于此，找寻与我国产业结构相匹配的最优环境政策不但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

且对平衡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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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注：按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占 GDP比重从小到大进行排列。 

图 1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速的关系 

 
探究环境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学术界存在以下两种截

然不同的观点。其一，一些学者支持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即“规制红利假说”

（Bruce, et al.,2004；Hamamoto, 2006；Mazzanti和 Zoboli, 2009;  Acemoglu et al., 2012; 徐
彦坤和祁毓，2017；史贝贝等，2017；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其中，Bruce et al.(2004)以
美国化工业为例，研究发现环保措施并不会造成企业生产率的下降，换言之，环保措施促进

了企业生产率以每年 2.4%-6.9%的速度增长；Hamamoto(2006)的研究表明在 1974-1988年期
间，环境政策提高了日本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资，并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也产生了显

著的积极影响；Mazzanti和 Zoboli(2009)认为意大利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生产
率进而影响经济效率。上述文献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事实，通过微观企业的生产方式与创新

行为等方面来考察环境政策的有效性。以中国为例，徐彦坤和祁毓（2017）将生产率作为经
济发展的代理变量，论证了环境规制与生产率的关系，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层面数

据，利用 2003年环保重点城市限期达标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 DID方法评估了环境规
制对达标城市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史贝贝等（2017）以及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以中
国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 DID 和 2SLS 实证模型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城市的经济
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二，一些学者则认为环境政策阻碍经济增长，即“遵循成本假

说”（Jorgenson和Wilcoxen, 1990； Walley和Whitehead，1996；Barton和 Jenkins，2008；
Becker,2011；刘海英和丁莹，2019）。例如，Jorgenson和Wilcoxen(1990)对美国 1973-1985年
间的经济数据分析发现与无环境政策的经济状况相比，严格的环境政策导致GDP下降2.59%。
刘海英和丁莹（2019）以中国的环境补贴作为一种激励型环境政策，基于 2000-2013年省际
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发现环境补贴对人均 GDP具有负向影响，隐性经济规模的存在会强化
环境补贴的负向经济效应，环境补贴并不能达到经济发展与治污减排的双赢效果。 
综上可以看出，既有文献为研究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文献基础。但

同时应该看到，既有研究在分析环境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较少从宏观层面考虑地区的经

济发展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最优环境政策的选择，以及实际环境政策偏离最优环境政策的

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理论上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政策应该与该国家或地区的要

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产业结构升级规律相符合，如果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初期实行过于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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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政策则不利于该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乃至经济增长。反之，如果该国家或地区的

环境政策能够与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相一致，则会促使本国或

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乃至经济增长。对此，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合理解释和

分析框架。 
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基

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从要素禀赋结构入手衡量了城市的经济增长水平并以此来考察

偏离最优环境政策所带来的影响，重新认识了环境政策的有效性；第二，在模型方面，本文

采用 SBM-DDF方法估算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评价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然后按
照地区要素禀赋结构对城市进行分组并确定组内最优环境政策以及环境政策的偏离程度系

数，采用多种工具变量较好的缓解了内生性问题；第三，近年来许多研究针对不同环境政策

进行评估，关注于已有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线性或非线性的影响，而忽略了不同发展阶段

环境政策的异质性，有鉴于此，本文结合地区要素禀赋结构、环境承载力禀赋和中国五年规

划的数据，研究在不同发展阶段下的最优环境政策，并首次考察了偏离最优环境政策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异质性和传导机制。 
本文后续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偏离最优环境政

策识别与测度；第四部分为指标构建和实证模型；第五部分为偏离最优环境政策与经济增长

的实证检验；第六部分为环境政策偏离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异质性；最后为研究结论与政策

建议。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林伯强与邹楚沅（2014）较早的探讨了发展阶段变迁与
环境政策的选择问题，认为中国新一轮的环境政策应注意东西部经济转移过程中造成的污染

转移；钟茂初和姜楠(2017)以环境政策内生于经济发展阶段为切入点，研究发现污染总量排
放规制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单位工业产值污染排放强度指标与经济

发展水平呈现“倒 U型”关系，强调了已跨过 EKC拐点的地区应采取控制总量污染排放的
政策，未跨过 EKC拐点的地区着力于降低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陈仪等（2017）也研究了
最优环境政策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相关问题，在 Stokey（1998）中引入行政摩擦和交易摩
擦，通过均衡求解得到最优污染排放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型”关
系，因此，最优环境政策也需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于该经济体在

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与产业、技术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也因此内生决定于该

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Lin, 2012; 林毅夫，2017）。换言之，要素禀赋结构通过决定经济体总
预算约束与相对价格，内生的决定经济体的比较优势，从而也决定了该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

构。而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产业结构对应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是不同的，那么从理论上

存在与此相匹配的环境政策（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具体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
初期，应该实行较为宽松的环境政策，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持续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不断攀升，

环境政策亦应该随之逐步严格化。基于上述逻辑体系我们认为“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
能耗与排污特性→最优环境政策→经济增长”。那么，当实际的环境政策偏离了最优环境政
策时会带来产业结构的扭曲与经济绩效的下降。 
就政策实践而言，不同发展阶段对应的环境政策具有一定异质性。一般而言，经济发达

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政策往往要严格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政策（如图 2所示）。如前
文所述，在工业化的前期，经济整体发展能力较弱，如果盲目实施严格环境保护政策，则不

利于产业结构的顺利升级，最终可能使经济陷入增长困境。对应于不同阶段，最优环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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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也应有所不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依据自身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实施

分阶段环境政策。 

 
数据来源：OECD.data和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③。 

图 2 跨国与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环境政策比较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最优环境政策的设计思路，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假说 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实际环境政策偏离最优环境政策将对经济增长产生

负向影响。 
考虑到当前中国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及其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各地区环境保护的现状也

各不相同。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相对合理，人民对于环境质量的要求较高，政府可能重

视环境保护和民生诉求，相对来说政府治理环境的决心和投入力度都更大；而经济欠发达地

区的产业结构相对落后，仍处于进一步实现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如果在此阶段实行过于严格

的环境政策，一方面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生产技术距离

前沿技术较远，难以实现环境规制的“波特假说”效应，这均可能造成产业结构的扭曲，从

而不利于地区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并有可能造成地区长期停滞于“污染与贫困”阶段。 
此外，考虑到中国区域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不同，其中的自然资源作为资源型城市的主

要特征，其水平的差异也会对地区环境政策的效应产生影响。通常而言，大多数资源型产业

属于污染密集型行业，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较大，而通过技术改进等措施降低能耗和污染排

放需要一段时间，如果执行的环境政策较为严格，短期内会对资源行业的发展带来较大的冲

击，从而对地区经济发展也会不利。据此，本文推断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要素禀赋结构具有

差异性的地区，环境政策的偏离度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作用，由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欠发达城市与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政策的偏离度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高于发达

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 

三、偏离最优环境政策识别与测度 

（一）最优环境政策识别 

如何准确识别最优环境政策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从横向来看，最优环境政策

是满足“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的正效用和环境质量降低给社会带来的负效用”的均衡结果；

从纵向来看，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最优环境政策具有异质性，换言之，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

                                                             
③ OECD数据库中 EPS是国家/地区在国际上可比的环境政策严格性衡量指标；中国区域的环境政策以下文测算的无量纲指数
为依据，并按照人均 GDP的中位数将城市分为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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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政策相对宽松，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等，相应的环境政策趋于

严格。为此，我们分两个步骤来识别和测度最优环境政策。 
第一步，选择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衡量环境政策实施效果的标准。借鉴陈诗一（2009；

2010）以及匡远凤和彭代彦（2012）等的研究，以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
表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或经济发展的质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GTFP”）是扣
除污染排放后的净产出减去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的余值，一定程度上衡量了经济增长所带

来正效应和环境污染带来的负效应的净效应，因此在本文中基于 GTFP最大化的原则来设定
最优环境政策（李玲和陶锋，2012）。那么，我们需要测算城市层面的 GTFP。具体的，我们
基于 2003-2016年中国 2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资本存量、劳动力和全社会用电量为投入要
素，GDP 和二氧化硫排放量、烟粉尘排放量和固体废物排放量为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
采用 SBM-DDF方法得到 GTFP④。 
第二步，测度最优环境政策。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要素禀赋结构为起点，

将最优环境政策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并与最优产业结构相匹配。首先，将研究期内 221
个城市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平均分为 5组；其次，要素禀赋结构相似则意味着最优产业结构
也相似，在这种条件下组内 GTFP最高的城市，可以认为其环境政策最有效，则相应的环
境政策定义为最优环境政策 EPI*。 

（二）偏离最优环境政策的测度 

借鉴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⑤对发展战略进行间接测度的逻辑，基于实际环境政策 EPI
和最优环境政策 EPI*来构建偏离最优环境政策的系数 D1和 D2，用于衡量实际环境政策偏

离最优环境政策的程度，定义参见表 1。第（1）和（2）式中，EPI代表实际环境政策，EPI*
代表最优环境政策，若偏离系数 D1和 D2越大，则实际环境政策偏离最优环境政策的程度就

越大。在本文中采用综合指数法来测算城市环境政策，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最终选取了工业

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烟粉尘去除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5 个单项指标，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算环境政策 EPI，
以克服环境政策指标的单一性，同时该方法在横向上可以评价各个地级以上城市在 t年的环
境政策的差异，在纵向上通过确定统一的权重又可以使 221个城市在研究期内具有可比性。 

                                    (1) 

                               (2) 

 
表 1 最优环境政策及相关指标定义 

指标名称 指标定义 

最优环境政策𝐸𝑃𝐼∗ 以各个城市的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将城市进行分组，组内GTFP

最高对应的环境政策水平为最优。 

 

环境政策的相对偏离 D1，如等式（1） 

各个地级市环境政策指数与最优环境政策指数的比值，1 表示

该城市的环境政策程度符合理论最优环境政策水平，与 1 差别

越大，意味着偏离最优环境政策的程度越大。 

                                                             
④ 关于 GTFP的相关内容参见文末附录。 
⑤ 他们假设在收入水平和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存在最优技术选择指数 TCI*，并逐步放松其假设条件，TCI*为一个正常
数；在给定时间点上，为一个正常数；在给定时间点和给定区域上，为一个正常数。 

1 *

EPID
EPI

=

*
2D EPI EP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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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政策的绝对偏离 D2，如等式（2） 

各个地级市环境政策指数与最优环境政策指数差值的绝对值，

0表示该城市的环境政策程度符合理论最优环境政策水平，与 0

差别越大，意味着偏离最优环境政策的程度越大。 

四、指标构建和实证模型 

（一）模型设定 

本部分主要实证检验偏离最优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前文假说进行经验检验。

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3) 

其中，被解释变量𝑦'(表示城市 i在 t年份的经济增长；核心解释变量𝐷'(表示城市 i在 t
年份的实际环境政策偏离最优环境政策的程度，包括相对偏离 D1和绝对偏离 D2；X为影响
城市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产业结构、开放程度、科技投入、基础设施、金融发

展与人口密度等变量；𝛾'、𝛿(和𝜀'(分别表示不随时间和地区变化的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以及
随机误差项。 

（二）相关变量介绍和数据说明 

本文利用 2003-2016年中国 2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衡面板数据，估计研究期内最优的
环境政策，并探讨偏离最优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 CNRDS数据库。具体的实证模型中选取的变量如下： 
1.经济增长。本文将人均实际 GDP 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等因

素的影响，选择以 2003年的 GDP平减指数为基期，调整数据从而得到各个城市的实际人均
GDP。为了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将城市夜间灯光数据（light）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2.环境政策偏离度（D1和 D2）。如前文（1）式和（2）式所示。 
3.控制变量组。产业结构（structure）用各地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比值表示；开放程

度（fdi）采用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占 GDP比重表示，首先按照年均汇率将实际利用外商投
资额换算成人民币，然后求得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与 GDP的比重；科技投入（tech）采用地
区财政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占比来表示；基础设施（road）采用人均道路面积来表示；金
融发展（fd）采用各地区贷款余额与 GDP比重表示；人口密度（lndensity）采用年末总人口
与行政区面积的比值得到。 
文中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值均小于 10，因此不必担心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

题。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参见表 2。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lnrpgdp 元/人 4.8399 0.6416 2.9402 6.9923 3094 

light - 6.7160 8.0250 0.0000 56.9963 2420 

D1 - 1.2343 0.3162 0.0516 2.1687 3094 

D2 - 0.7108 0.4869 0.0000 2.6636 3094 

0 1it it i t ity D X= a +a ´ +l´ + g +d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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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 1.4567 0.6834 0.0068 7.7756 3094 

fdi % 0.0219 0.0240 0.0000 0.3758 3094 

tech % 0.0257 0.0519 0.0000 0.4139 3094 

road 平方米/人 10.6186 7.8893 0.3100 108.3700 3094 

fd % 2.0434 0.9900 0.5081 8.8775 3094 

lndensity 人/平方公里 5.7858 0.8305 2.7517 7.8867 3094 

五、偏离最优环境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一）基本结果 

表 3是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⑥，其中第（1）和（2）列分析了相对偏离度对人
均 GDP的影响，第（3）和（4）列分析了绝对偏离度对人均 GDP的影响，从估计的结果
可以看出，环境政策的偏离度显著为负，无论是否考虑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这

也验证了前文的理论假说 1，也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实际环境政策偏离最优环境
政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此外，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人口密度均对经济增长产

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技术水平的估计系数为负，fdi的估计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 
 

表 3 偏离最优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准回归 

 (1)  (2)  (3)  (4)  

D1 -0.1206*** -0.1620***   

 (0.0168) (0.0147)   

D2   -0.0739*** -0.0828*** 

   (0.0101) (0.0087) 

structure  0.1805***  0.1754*** 

  (0.0103)  (0.0103) 

fdi  -0.1019  -0.1085 

  (0.2354)  (0.2367) 

tech  -1.3111***  -1.2635*** 

  (0.0691)  (0.0689) 

road  0.0170***  0.0170*** 

  (0.0008)  (0.0008) 

fd  0.0507***  0.0582*** 

  (0.0090)  (0.0089) 

lndensity  0.1425***  0.1468*** 

  (0.0270)  (0.0271) 

常数 4.9888*** 3.7042*** 4.8925*** 3.5294*** 

 (0.0212) (0.1598) (0.0083) (0.1590)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⑥ 在实证检验中我们依次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根据 Hausman检验，认为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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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0.0175 0.3544 0.0182 0.3478 

N 3094 3094 3094 3094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1.变换核心变量度量指标 
我们通过变换核心解释变量（环境政策偏离度）和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的度量指

标，检验上述基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第一，在上述分析中我们仅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对城市进行分组，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

变化，地区要素禀赋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为了识别这一效应，我们以中国的五年规划为分界

点，由于本文的研究期涵盖了“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三个五年规划期，在不同

的五年规划期，党中央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和侧重点会进行适当调整（刘淑琳等，2019）。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每个五年规划期也会规定环境治理目标，就单位 GDP能源消耗强度
而言，“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设定的目标分别是降低 20%、16%和 15%，二氧
化硫排放量在相应期间的治理目标分别是减少 10%、8%和 15%。因此，我们以每个五年期
作为一个时间节点，将 2003-2005年为一期，2006-2010年为一期，2011-2016年为一期，每
一期内又按照要素禀赋结构 K/L 进行排列，同样是划分为 5 组，每一组中 GTFP 最高的地
区对应的环境政策为组内最优。表 4汇报了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和（3）列未
控制其他变量，相对偏离度和绝对偏离度的估计系数为负，并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明当实际环境政策偏离最优环境政策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第（2）和（4）列考
虑了控制变量，结果依然具有稳健性，这也验证了前文提到的理论假说 1。此外，其他控制
变量的估计结果也基本上维持不变。 

 

表 4 偏离最优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稳健性检验一 

 (1)  (2)  (3)  (4)  

D1 -0.0922*** -0.0808***   

 (0.0177) (0.0147)   

D2   -0.0700*** -0.0495*** 

   (0.0102) (0.0084) 

structure  0.1657***  0.1645*** 

  (0.0104)  (0.0104) 

fdi  -0.2340  -0.2360 

  (0.2387)  (0.2385) 

tech  -1.1728***  -1.1635*** 

  (0.0689)  (0.0689) 

road  0.0177***  0.0174*** 

  (0.0008)  (0.0008) 

fd  0.0648***  0.0667*** 

  (0.0090)  (0.0089) 

lndensity  0.1505***  0.1620*** 

  (0.0274)  (0.0274) 

常数 4.9427*** 3.5321*** 4.8812*** 3.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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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2) (0.1614) (0.0073) (0.1602)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R2 0.0094 0.3340 0.0162 0.3349 

N 3094 3094 3094 3094 

第二，考虑到地区环境承载力的不同，将环境承载力作为一种天然的“禀赋”，表征着

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和自我调节能力，是地区环境质量的基础。按照钟茂初和孙坤鑫（2018）
的方法基于环境承载力视角将城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并从每一个区域寻找最优环境

政策。同样按照五年规划和禀赋结构进行排列与划分，每一组中 GTFP最高的地区对应的环
境政策为组内最优⑦。表 5基于汇报了估计结果，其中第（1）和（3）列未控制其他变量，
相对偏离度和绝对偏离度的估计系数为负，并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当实际环
境政策偏离最优环境政策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第（2）和（4）列考虑了控制变量，
结果依然具有稳健性，这也验证了前文提到的理论假说 1。此外，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也基本上维持不变。 

 

表 5偏离最优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稳健性检验二 

 (1)  (2)  (3) (4)  

D1 -0.0201** -0.0225***   

 (0.0090) (0.0074)   

D2   -0.0576*** -0.0593*** 

   (0.0143) (0.0118) 

structure  0.1659***  0.1683*** 

  (0.0104)  (0.0104) 

fdi  -0.2721  -0.2857 

  (0.2397)  (0.2390) 

tech  -1.1690***  -1.1619*** 

  (0.0692)  (0.0690) 

road  0.0177***  0.0177*** 

  (0.0008)  (0.0008) 

fd  0.0700***  0.0682*** 

  (0.0090)  (0.0089) 

lndensity  0.1559***  0.1502*** 

  (0.0275)  (0.0274) 

常数 4.8530*** 3.4160*** 4.9059*** 3.5020*** 

 (0.0072) (0.1609) (0.0169) (0.1611)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R2 0.0017 0.3291 0.0056 0.3329 

N 3094 3094 3094 3094 

第三，在上述分析中分别按照要素禀赋结构、五年规划和环境承载力将样本平均分为 5
组，为了验证估计结果与分组的组数无关，我们依次按照要素禀赋结构、五年规划和环境承

                                                             
⑦ 当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分类时，假设存在 5个最优环境政策；当按照五年规划与要素禀赋结构分类时，假设存在 15个最优环
境政策；当按照环境承载力、五年规划与要素禀赋结构分类时，存在 45个最优环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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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力将样本平均分为 10组，表 6汇报了相应的估计结果。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环境政策
的绝对偏离度和相对偏离度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表明实际环境政策偏离最优环境政策

的程度越大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向影响越大。该检验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⑧。 
 
表 6 以环境承载力、五年规划和要素禀赋结构重新分组进行稳健性检验：更换解释变量一 

 (1) (2) (3) (4) (5) (6) 

D1 -0.1852***  -0.0954***  -0.0367***  

 (0.0134)  (0.0106)  (0.0114)  

D2  -0.0632***  -0.0515***  -0.0221*** 

  (0.0071)  (0.0071)  (0.007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3691 0.3449 0.3456 0.3391 0.3294 0.3291 

N 3094 3094 3094 3094 3094 3094 

注：（1）和（2）列是基于要素禀赋结构分组得到最优环境政策的偏离度；（3）和（4）列是基于五年规划

和要素禀赋结构分组得到最优环境政策的偏离度；（5）和（6）列是基于环境承载力、五年规划和要素禀

赋结构分组得到最优环境政策的偏离度。 

第四，已有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大多基于 GDP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但是这些
传统的统计指标难以刻画经济活动的空间信息以及统计方法带来的误差使得越来越多的学

者开始寻找更加合适的经济增长的实证指标，于是夜间灯光数据成为反映人类社会的生产和

生活活动状况的指标并越来越多的在经济学研究中得到应用（Chen和 Nordhaus, 2011）。因
此，本文采用城市夜间灯光数据表征经济增长对上述研究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7汇报了相应
的估计结果，从中可知实际环境政策偏离最优环境政策依然会对经济产生负向影响。 

 
表 7 以城市夜间灯光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更换被解释变量二 

 (1) (2) (3) (4) (5) (6) 

D1 -0.2267***  -0.0312*  -0.0603**  

 (0.0816)  (0.0164)  (0.0285)  

D2  -0.0928*  -0.0159*  -0.0508* 

  (0.0493)  (0.0084)  (0.025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2260 0.2246 0.2234 0.2233 0.2241 0.2235 

N 2420 2420 2420 2420 2420 2420 

注：因为夜间灯光数据为 2003-2013年，在 2013年以后更换了监测卫星，使得该项数据不具备传递性；第

（1）列和第（2）列是基于要素禀赋结构分组得到最优环境政策的偏离度；第（3）列和第（4）列是基于

五年规划和要素禀赋结构分组得到最优环境政策的偏离度；第（5）列和（6）列是基于环境承载力、五年

规划和要素禀赋结构分组得到最优环境政策的偏离度，其中分组为 5，下表同。 

2.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⑧ 此外，考虑到部分城市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分组时会造成估计结果的偏误，比如部分城市因为 L很小，造成 K/L比值很大，但
是其人均 GDP水平不高，因此我们进一步剔除这些城市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与上述结果基本一致，限于文章的篇幅，
此处不再列出，感兴趣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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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多数经济变量具有惯性，本文中的被解释变量人均实际 GDP可能也存在滞
后效应，核心解释变量环境政策的相对偏离度和绝对偏离度与地区经济发展也可能存在双

向因果关系，即一定条件下环境政策的偏离度为内生变量。为此，本文将环境政策的偏离

度作为内生变量，以其一阶和二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广义矩估计来解决模型潜在

的内生性问题。从表 8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当实际环境政策偏离最优环境政策时会对经
济增长产生负向的影响。 

 
表 8 内生性问题的处理：系统 GMM估计 

 (1) (2) (3) (4) (5) (6) 

D1 -0.0363*  -0.0518*  -0.0935***  

 (0.0206)  (0.0297)  (0.0253)  

D2  -0.0199*  -0.0400  -0.0522** 

  (0.0101)  (0.0298)  (0.020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9677 0.9676 0.9674 0.9672 0.9664 0.9664 

N 2873 2873 2873 2873 2873 2873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IV 0.5145*** 0.4971*** 0.3094*** 0.1720*** 0.2978*** 0.2239*** 

 (0.0183) (0.0198) (0.0202 ) (0.0232) (0.0236) (0.022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F值 78.261 63.815 34.644 54.8405 159.21 99.0808 

R2 0.6966 0.5726 0.5262 0.2604 0.4337 0.2511 

N 2873 2873 2873 2873 2873 2873 

同样，根据已有文献的做法通过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来解决环境政策的内生性问题。

我们在 ECMWF所发布的 ERA-INTERIM栅格气象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大气数量模型构建
了中国地级城市的空气流动系数作为环境政策的工具变量（Broner et al., 2012; Hering和
Poncet,2014；杜龙政等，2019）。空气流动系数的具体计算方法为： 

                           (4) 

其中， 、 和 分别表示空气流动系数、风速和大气边界层高度。空气流

动系数满足工具变量的两个特征。一方面是因为其数值越大，表示空气流动性越强，意味

着污染扩散更强，因此导致较低的环境政策强度，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另一方面，

空气流动系数受风速和大气边界层高度共同影响，而无论是风速还是大气边界高度均由气

象系统和地理条件所决定，从而满足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因此，我们进一步采用城市的

空气流动系数作为环境政策的工具变量，采用 2SLS进行实证检验。 
表 9汇报了以空气流动系数作为环境政策的工具变量，F值检验值均大于 10，表明该

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从环境政策偏离度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看，其系数均显著为

负，表明当实际环境政策偏离潜在最优环境政策时，即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环境治理的“扭

曲”时，会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上述结果表明，本文的基本结果在考虑一系列

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存在，进一步验证了稳健性。 
 

it it itVC WS BLH= ´

itVC itWS itB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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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以空气流动系数作为环境政策的工具变量：2SLS方法 

 (1) (2) (3) (4) (5) (6) 

D1 -0.0777***  -0.2871***  -0.3544**  

 (0.0300)  (0.1013)  (0.1554)  

D2  -0.1035*  -0.4249**  -0.0682* 

  (0.0523)  (0.2120)  (0.034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9649 0.9613 0.9567 0.9566 0.9434 0.9634 

N 3094 3094 3094 3094 3094 3094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IV 0.1341*** 0.0397*** 0.0428*** 0.0004** 0.0294** 0.0263*** 

 (0.0068) (0.0074) (0.0085) (0.0082) (0.0087) (0.007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F值 38.814 28.1616 25.2387 24.3712 11.357 13.6703 

R2 0.6367 0.4226 0.4572 0.2195 0.3543 0.1935 

N 3094 3094 3094 3094 3094 3094 

 

六、环境政策偏离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异质性 

至此，本文研究结果与前文假说 1预期一致，在 2003-2016年间，地级市的环境政策偏
离度显著降低了经济增长，接下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假说 2。 

（一）发展阶段异质性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视角，考虑到各个城市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其对应的产

业结构、环境特性、环境政策等均具有不同特点，为了识别偏离最优环境政策的影响是否对

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具有异质性影响，我们进一步按照研究期内人均实际 GDP的中位数将城
市划分为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若城市人均实际 GDP 低于整体样本人均实际 GDP 的中
位数则定义为欠发达地区，反之则为发达地区。我们构建发展阶段的虚拟变量 dummy，当
dummy=1 表示欠发达地区，dummy=0 表示发达地区，并构建偏离系数与 dummy 的交互项
来考察偏离最优环境政策对欠发达城市和发达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表 10汇报了相
应的估计结果，无论在欠发达地区还是发达地区，环境政策的相对偏离程度和绝对偏离程度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因此环境政策的“扭曲”不利于地区经济发展。进一步，通过比较

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可知，环境政策的偏离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更大。 
 

表 10 偏离最优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基于发展阶段的视角 

 （1） （2） （3） （4） （5） （6） 

D1 -0.1983***  -0.0703***  -0.0693***  

 (0.0181)  (0.0202)  (0.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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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dummy -0.0692***  -0.0221  -0.0221*  

 (0.0257)  (0.0292)  (0.0112)  

D2  -0.0938***  -0.0556***  -0.0297*** 

  (0.0107)  (0.0113)  (0.0102) 

D2*dummy  -0.0419***  -0.0138  -0.0154* 

  (0.0159)  (0.0168)  (0.007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3613 0.3481 0.3342 0.3351 0.3331 0.3294 

N 3094 3094 3094 3094 3094 3094 

（二）自然资源禀赋异质性 

如前文所述，环境政策的偏离度对不同自然资源城市的经济增长也可能存在异质性影响，

为此，我们进一步将样本分为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以此识别偏离最优环境政策对不同

类型城市的影响⑨。我们构建资源型城市的虚拟变量 dummy，当 dummy=1表示资源型城市，
dummy=0表示非资源型城市，并通过偏离系数与 dummy的交互项来考察偏离最优环境政策
对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从表 1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除了
第（3）和（4）列以外，环境政策的偏离程度与资源型城市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
了实际环境政策偏离最优环境政策的程度越高，其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增长产生的负向影响

越大。 
 

表 11 偏离最优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基于资源禀赋的视角 

 (1) (2) (3) (4) (5) (6) 

D1 -0.1816***  -0.0890***  -0.0555***  

 (0.0168)  (0.0189)  (0.0145)  

D1*dummy -0.0409**  -0.0204  -0.0109*  

 (0.0158)  (0.0297)  (0.0055)  

D2  -0.0974***  -0.0563***  -0.0245*** 

  (0.0100)  (0.0107)  (0.0093) 

D2*dummy  -0.0608***  -0.0181  -0.0055** 

  (0.0162)  (0.0173)  (0.002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2 0.3603 0.3497 0.3341 0.3352 0.3329 0.3292 

N 3094 3094 3094 3094 3094 3094 

                                                             
⑨ 根据 2013年 12月 3日国务院发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所界定的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城
市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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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政策偏离度降低经济增长机制的初步分析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环境政策某种程度上的偏离不仅没有使得资源运用到最高效率，反

而扭曲了产业结构。实际环境政策的偏离会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进而降低经济增长。因此，

我们进一步通过探讨环境政策的偏离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从而识别环境政策偏离度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基于数据的可得性，采用泰尔指数用于衡量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具

体的计算方法为： 

                             (5) 

其中，等式(5)中的 RIS 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用于反映产业间的聚合质量，即产

业间协调程度和资源有效利用程度两方面的情况。其中 和 分别表示各个城市行业

的就业人数和产值，当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条件下，各部门的生产率水平相同，

满足 ，从而有 ，反之，则 ，表示产业结构不合理。 

如前文所述，环境政策偏离度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环境政策偏离度不仅会直接影

响经济增长，而且还会进一步通过产业结构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在环境政

策偏离度与经济增长之间起着中介作用。为此，我们构建如下模型来识别这一影响机制。 

                     (6) 

                     (7) 

表 12汇报了相应的估计结果，从第（1）列到第（6）列⑩可以看出，环境政策的偏离程

度的估计系数均为负，并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了实际环境政策偏离最优环境政策会对

产业结构产生负向影响，降低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也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验证了当环境政策存在“扭曲”时会降低产业结构的

合理化，从而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表 12 环境政策偏离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制检验结果 

 (1)RIS (2) RIS (3) RIS (4) RIS (5) RIS (6) RIS (7)人均GDP 

D1 -0.0063*  -0.0016*  -0.0042***   

 (0.0032)  (0.0008)  (0.0013)   

D2  -0.0040*  -0.0001  -0.0035*  

  (0.0024)  (0.0016)  (0.0017)  

RIS       0.0856*** 

       (0.026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⑩ 除了第（4）列不显著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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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0.0812 0.0813 0.0807 0.0807 0.0811 0.0814 0.9595 

N 3094 3094 3094 3094 3094 3094 3094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首先运用 SBM-DDF重新估算了 2003-2016年间中国 22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要素禀赋结构定义了最优环境政策并构建了环

境政策的相对偏离度和绝对偏离度，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多种工具变量实证策略（包括滞后

期工具变量以及空气流动系数外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系统考察了偏离最优环境政

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异质性和传导机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在研究期内，当
实际环境政策偏离最优环境政策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且这一效应在采用多种稳健

性以及内生性处理方法之后依然成立；（2）考虑到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的自然资源禀
赋，我们进一步发现环境政策的偏离程度会对欠发达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增长产生更大

的负向影响；（3）地区环境政策的偏离主要通过扭曲产业结构来降低经济增长。 
基于本文的研究，我们得到以下的研究启示：其一，在中国各个城市制定与执行环境政

策的过程中，应重视当地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其要素禀赋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要素禀

赋结构决定产业结构，而每个产业对应的污染特性也不同，那么就意味着相应的环境政策也

应该有所不同，若实行一刀切式的环境政策，即偏离最优环境政策程度越高，会扭曲产业结

构，降低经济增长，从而陷入经济与环境两难的陷阱；其二，积极寻求最优的环境政策，以

促进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环境政策驱动的绿色发展能否有效成为中国“换

道超车”与“后来者优势”的有力工具，是我国制定环境政策决策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考

虑到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未来一定时期内，环境政策仍是我国各种政策中的重中之重，

而化解环境气候变暖和治理环境污染的关键不在于放缓经济发展，而在于节能减排的技术有

所突破以及由这些新技术设备的生产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新道路。 
 

附录：关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解释 
将环境因素纳入 Solow Model，构建更一般化的 Green Solw Model 

𝑦( − 𝑐( = (𝐴(𝜃()4(𝑙()6(𝑘()8(𝑒():; 
其中等式左边的 y和 c分别为 GDP和环境污染，等式左边衡量了经济的净产出；等式

右边的 l,k,e分别表示劳动投入、资本存量和能源消费，a，b和g分别是劳动、资本和能源对

产出增长的弹性系数，且α，β，γ ≥ 0， 。A 和θ分别表示技术进步和效率因子，

并且0 ≤ θ ≤ 1。 

那么，𝐴(𝜃( =
DEFGE

(HE)I(JE)K(LE)M
 

进一步推导得到绿色生产率的核算公式为： 
∆𝐴
𝐴 +

∆𝜃
𝐴𝜃 =

∆(𝑦 − 𝑐)
𝑦 − 𝑐 − 𝛼

∆𝑙
𝑙 − 𝛽

∆𝑘
𝑘 − 𝛾

∆𝑒
𝑒  

对等式进一步调整得到： 
∆(𝑦 − 𝑐)
𝑦 − 𝑐 = R

∆𝐴
𝐴 +

∆𝜃
𝐴𝜃S + R𝛼

∆𝑙
𝑙 + 𝛽

∆𝑘
𝑘 + 𝛾

∆𝑒
𝑒 S 

当投入要素 l,k,e不变时，∆T
T
+ ∆U

TU
（在本文中叫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越大，对应的

∆(DFG)
DFG

+ + =1a b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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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越大。假如最优的环境政策应该是从社会动态发展的角度权衡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的正效

用和环境质量降低给社会带来的负效用的结果。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所带来的

全要素生产率 A的正效应和其带来的负效应 c的净效应。 
在实证模型中基于 2003-2016年 2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基于三种投入

（资本存量、劳动力和全社会用电量）以及两种产出（GDP和环境污染数据），采用 SBM-
DDF方法进行测度。 

1.方向性距离函数：DDF 
在本文中将我国 221个地级城市看作是生产决策单元，可进一步构造出生产前沿面。 
首先构造出生产可能性集为： 

P(𝑥) = X(𝑥, 𝑦	, 𝑑); 𝑥生产(𝑦, 𝑑)] 
其中，DMUj 表示设定的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的投入要素和产出要素可以表示为： 
N种投入要素：x = (𝑥_, 𝑥`,⋯ , 𝑥b) ∈ 𝑅ef， 
P种期望产出：y = h𝑦_, 𝑦`,⋯ , 𝑦ij ∈ 𝑅ek， 
K种非期望产出：d = (𝑑_, 𝑑`,⋯ , 𝑑J) ∈ 𝑅em 
具体形式为： 

𝐷no(𝑥, 𝑦, 𝑑; 𝑔) = 𝑠𝑢𝑝{𝛽: (𝑦, 𝑑) + 𝛽𝑔	 ∈ 𝑃(𝑥)} 
方向向量用 g来表示，并且进一步假定g = (𝑦,−𝑑)，表示满足使得期望产出增加和非期

望产出减少的严格假设前提。 
2.非期望产出：SBM模型 
考虑非期望产出时的 SBM 模型，可以有效地解决投入要素和产出要素的松弛量出现 0

的缺陷，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该模型也将非期望产出考虑进模型。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min𝜌∗ 	−
1 − 1

𝑁∑
𝑆�F
𝑥'o

f
'�_

1 + 1
𝑃|𝐾	 �∑

𝑆�e
𝑦�o

+ ∑ 𝑆�F
𝑑�o

J
��_

i
��_ �

 

s.t. �
𝑥o = 𝑋𝜆 + 𝑠F

𝑦o = 𝑌𝜆 − 𝑠e

𝑑o = 𝐷𝜆 + 𝑠�F
 

𝑠F ≥ 0, 𝑠e ≥ 0, 𝑠�F ≥ 0, 𝜆 ≥ 0 
其中，s表示投入产出要素的松弛变量，X、Y和 D表示该生产系统中的投入和产出要

素的矩阵；𝑥o、𝑦o和𝑑o表示权重向量。𝜌∗的取值范围为[0,1]，并且目标函数𝜌∗是关于𝑠F、𝑠e

和𝑠�F严格递减的。 
3.SBM-DDF方法： 

𝐷o((𝑥(, 𝑦(, 𝑑(; 𝑦(, −𝑑() = 𝑚𝑎𝑥𝛽 
 

s. t.

⎩
⎪
⎪
⎪
⎪
⎨

⎪
⎪
⎪
⎪
⎧�𝑧�(𝑦�i( ≥ (1 + 𝛽)𝑦��i�

( 		𝑝 = 1,2,⋯ , 𝑃
�

��_

�𝑧�(𝑦�J( ≥ (1 − 𝛽)𝑑��J�
( 		𝑘 = 1,2,⋯ ,𝐾

�

��_

�𝑧�(𝑥�b(
�

��_

≤ 𝑥��b�
( 																	𝑛 = 1,2,⋯ ,𝑁

𝑧�( ≥ 0,																																			𝑗 = 1,2,⋯ , 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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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线性规划的式中，j 为决策单元的个数，在本文中为 221 个地级城市，p 为期望
产出的个数，k为非期望产出的个数，n为投入要素的个数，𝑧�(代表第 t期的权重，𝛽代表着
使得非期望产出的减少以及期望产出的增加的最大比例。 
由于 GTFP测算的是相邻年份的变化率，我们假定 2003年为基期，其 GTFP为 1，2004

年的 GTFP为 2003年的基期值乘以 2004年的ML指数，2005年的 GTFP为 2004年的 GTFP
乘以 2005的ML指数，以此类推（陈超凡，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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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he Deviation from Optimal Environmental Policy on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ZHU Huan  LI Xinze  ZHAO Qiuyun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this paper trie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he deviation from optimal environmental policy on economic growth. 
Using the SBM-DDF method, we re-estimate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hina’s 22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03 to 2016 and then we construct an econometric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the deviation from the optimal environmental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econdly,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on economic growth reflects the heterogeneity of development stage and 
resource endowment. Thirdly, the deviation degree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by distor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ptimal 
environmental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which not only provides a 
research basis for the matching betwee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also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ormulating reasonable environmental policies for China's futur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optimal environmental policy;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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